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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8年 10月羅馬教廷
1

１與中國大陸簽署了關於大陸地區天主教會主

教任命方式的「臨時協定」，中梵關係（中國大陸與教廷之關係）發展到

了全新階段。此次協定簽署前後，中梵關係將因循所謂「越南模式」發展

的觀點甚囂塵上。究竟「越南模式」是否會成為未來中梵關係發展的方向

呢？這是本文所要回答的問題。廣義來說，「越南模式」涵蓋教廷與越南

雙方通過持續互動，形成制度性溝通機制，進而對發展雙邊關係達成一致

的整個過程。本文以建構主義理論為視角，通過比較越南與中國大陸兩

國與教廷關係的發展，指出兩國在國家身分、利益、國內規範，以及與教

廷共有規範的建構存在重大差異，導致中國與教廷關係的發展並無法因循

「越南模式」，而這也成為了妨礙中梵之間進一步建立邦交關係的深層因

素。

關鍵詞：中梵關係、越南模式、建構主義、天主教

*　　*　　*

註１	  按中華民國外交部所使用之稱謂而言，所謂「中梵關係」中的「梵」應為「教廷」，大眾媒體則一
般稱之為「梵蒂岡」，本文在單獨使用時，採取「教廷」，唯在與「中」、「臺」、「越」聯用時，

為行文精練之故仍然用「中梵」、「臺梵」或「越梵」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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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18 年 9 月 22 日，中國與羅馬教廷之間簽署了關於主教任命問題的臨時協
議，被外界普遍譽為「突破性的進展」、「歷史性的和解」、「開啟新時代」（陳

聰銘 2016; Mariani 2018, 241-257; Nagai and Hosokawa 2018; Sherwood 2018）。
該協定的主旨在解決中國大陸地區天主教會主教的任命方式問題，這也是中梵之

間常年爭論的焦點問題。在此次協議簽署之前，對主教任命方式猜測最多的說法

是中國的主教任命將採取此前越南與教廷達成一致的所謂「越南模式」（時代論

壇 2007; 天亞社中文網 2013; 法廣新聞 2016）。至 2018年協定簽署前夕，中共黨
媒《環球時報》在其英文版中亦公開提到在主教任命問題上，可以參考「越南模

式」（Erkang 2018）。其實教廷對中梵關係發展因循越南模式的期待早已有之，
也不僅限於主教任命模式。長期從事教廷外交事務的伯多祿 ‧ 帕羅林（Pietro 
Parolin）樞機早在 2006年即公開表達過此意（Reardon 2018）。

另一個相關的議題是，中梵是否會因為協議的簽訂很快建立正式外交關係。

實際上，自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上任開始，「中梵建交」時不時出現在大
眾傳媒（中央社 2016; Gagliarducci 2016; Jennings 2017; Bardenhagen 2018; Harris 
2019; Zhao 2019）。那麼，中梵關係的發展究竟是否會因循「越南模式」呢？中梵
關係是否會如越梵關係一樣進入快速發展呢（實際上越南與教廷至今也尚未建立正

式外交關係）？這是本文所要回答的主要問題。

本文認為，僅僅因為中越兩國都為所謂「共產國家」就認為中梵關係會因循越

梵關係發展模式進入「快車道」的看法過於簡約，忽視了中國、越南和教廷在進行

國際互動的背後更為複雜的內涵。反過來，以傳統國際關係的視角來看，「中梵關

係發展不會因循越南模式」的結論似乎又是不言而喻的。「現實主義」（realism）
將國家的外交政策視為基於「客觀力量」，在無政府的國際社會追求國家利益的行

動。換言之，國家行動和國際制度都會隨著國家實力的改變而改變。「新自由制度

主義」（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雖然強化了國際制度的穩定性與作用，但卻依
然強調國際制度背後的「物質基礎」（Checkel 1998）。若國家行為，或者國際制
度僅僅基於「客觀存在」的實力，那中梵關係不會因循越南模式就幾乎「不言而

喻」。畢竟中國和越南兩國天然稟賦、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等「物質基礎」截然不

同，在國際社會中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的方法也理應不同，因而在處理與教廷關係

時自然也會採取完全不同的策略。顯然，這樣的分析太過粗略，忽視了包括兩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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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形態、政治制度、宗教政策、教會現狀等諸多相關因素可能的作用。而從這些角

度出發，則兩國確實存在可比之處。此外，基於傳統國際關係理論的分析也很難處

理教廷作為一個外交主體在身分和利益上的特殊性，無法解釋作為互動另一方的教

廷的動因。

換言之，將中梵與越梵關係進行比較，需要有別於傳統國際關係理論的分析框

架。因此，本文選擇使用「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理論，通過將中越各自與
教廷的互動納入到國家身分、國際規範、國家利益與國家行動四個維度共同組成的

分析框架中，使其具有可比性，並由此揭示這兩段關係背後的發展「原理」，判斷

中梵關係發展是否會因循越南模式，並進一步揭示中梵關係發展前路曲折的源頭。

本文共分五個部分，除前言外，還包括第貳章的文獻回顧與理論框架，通過梳

理現有中梵關係研究的成果與不足指出本文的貢獻，指出因教廷作為國際外交主體

的特殊性，更適宜使用「建構主義」理論形成分析框架，並詳細解釋了這一理論框

架包含的概念與假說；第參章回顧越梵互動過程，將之納入建構主義框架之中，歸

納出可供比較的「變數」；第肆章回顧中梵互動過程，同樣將其納入框架歸納「變

數」；最後一章的結論部分對兩組互動關係中的變數做出比較分析，超越「主教任

命方式」、「地下教會存廢」、「地下主教去留」等具體枝節的分析，判斷兩者是

否可能存在「因循」關係，並進一步指出中梵關係發展的癥結所在。

貳、文獻回顧與理論框架

一、中梵關係與中越比較研究

從現有的關於中梵關係問題的文獻來看，主要存在歷史和現狀兩種分析面

向。歷史分析將分析維度回溯至傳統王朝時代，為理解中梵關係的演進提供了更為

細緻與深刻的依據（陳聰銘，2016; 梁潔芬 1995; Bays 2012）。但此類研究的成果
無法直接用以解讀當下的中梵關係。

現狀分析則相反，恰恰以「立足當下」為分析始點。這類研究主要聚焦在中國

內部的宗教政策、政教關係、教會自身情況，以及教宗的特質、教廷方面的對華政

策等因素對雙方關係的影響。這些研究為理解當前的中梵關係梳理出至關重要的要

素，即「主教自選自聖」、「愛國會問題」、「地上與地下教會的存在」、「教廷

東方政策與對華政策」等「焦點議題」，並進一步分析了要素之間彼此的關聯，以

及它們如何共同形塑了當下的中梵關係（喬一名 1998; 2000；Reardon 2006；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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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Luehrmann 2009；Leung 2009; 2016；孔令信 2010；張家麟 2010；雷火劍 
2012；Chu 2012, 121-124; 2014；Leung and Wang 2016）。然而，單獨聚焦中梵一
組關係，很難判斷這些眾多因素中，哪些是導致當下現狀的關鍵因素，哪些實際並

無影響。此外，政策分析型的研究在理論框架方面也似有所欠缺，使得這類研究僅

能「就事論事」分析現況，缺乏對更深層機制的探索。Alley（2017）藉助 Putnam
的「雙層賽侷」（two-level games）理論進行分析，認為中梵存在本質性差異，教
廷將確保教廷對中國教會主教任命的「否決權」（right to veto）作為建立正式外交
關係的前提，中方卻在處理雙邊關係方面幾乎不考慮宗教因素。獲得教廷的承認對

中國的意義主要在於在政治上對臺灣的進一步打壓，在中南美洲眾多天主教國家，

特別是臺灣目前的邦交國中改善中國形象，增強軟實力。這一研究試圖探索出影響

中梵關係發展的關鍵要素，但仍停留在具體政策的取捨分析上。對中共政權而言，

外交上的利益取得與維持對國內天主教會的控制權孰輕孰重很難輕易判斷，可能甚

至並不恆定。因而，本文試圖超越對具體政策得失的分析，深入探索在外交決策背

後更複雜的機制。

另一些研究則採用了比較的方式，試圖找出個案間共同存在的一般規律。Lan 
T. Chu（2013）梳理了中越兩國與教廷發展外交關係的過程，認為中梵之間能夠因
循越梵模式的一個潛在誘因在於教會可以如在越南一樣提供中國社會需要的教育和

醫療資源。此一理由似乎難以站住腳，畢竟在遠較今日落後的情況下，中共當局也

從未因此對教會，乃至任何社會團體「網開一面」過。Lawrence C. Reardon（2018）
認為中梵關係即使可以借鑑越梵模式經驗也會有限的，因為天主教會在中國的處境

與在越南迥異。Ray Wang（2019, 202-217）則進一步指出由於天主教會在越南擁有
遠超過在中國的政治行動力，能夠成為越南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中的重要行動
者，因而使得越南政府對其管制也較中國政府鬆弛，這使得越南更易於緩和與增進

與教廷的關係。但這無法解釋為何在當前中國教會生存現狀並無改善的情況下中梵

關係的發展。此外，與其他中梵相關研究類似，這幾篇比較研究也主要基於 1949
年以後各國國內政教關係、社會管制、宗教政策，以及與教廷外交互動等事實的梳

理分析。而本文則試圖將個案的比較納入到成型的理論框架之中，探索「事實」與

「現象」背後更具「一般性」的「原理」。

二、教廷的身分、規範和政策

本文之所以採用有別於傳統國家關係理論的分析框架，原因在於教廷作為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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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和外交實體的特殊性。正是這一特殊性導致了在分析教廷的對外關係時尤其應

當重視物質力量以外的身分、價值和規範的議題。

（一）教廷的身分

「教廷」即是一個主權國家，同時又具有「跨國政治行動體」（transnational 
actors）的特殊屬性。與通常的主權國家不同，教廷有「梵蒂岡城國」（Vatican 
City State）與 The Holy See的兩個主權實體。梵蒂岡城國源於 1929年與義大利簽
訂的〈拉特蘭條約〉（Lateran Treaty）和 1982年的修訂協議，其身分為世俗的主
權國家。教廷在宗教層面是羅馬教宗（Pope）的教務職務，全球天主教會的中樞。
但在國際法上又被認定為主權實體，教廷派出的駐外外交人員（apostolic nuncio）
代表的是教廷而非城國，不僅具有政治身分，同時也擁有宗教身分，必要時可以介

入所在地天主教會相關事務中（徐以驊 2012, 315, 321-327）。教廷下屬的行政單
位統稱為 Roman Curia，除了設有宗教性的下屬機構外，還有兼顧國際國內公共事
務的國務院（secretariat of state）。正因如此，越南和中國政權與國內天主教會的
關係，同樣會影響到與教廷的關係。

教廷在國際社會最主要的「實力」是道德權威而非「物質力量」，使其能夠

以超然的身分介入到各類國際事務之中（Albert 2017）。有學者將之成為「靈性主
權」（spiritual sovereignty）（Casaroli 1981, 95; Ryngaert 2011）。教廷能在和平
解決古巴導彈危機、促進歐洲一體化進程、全球武器控制等議題中均亦扮演重要角

色（Leustean 2013; Schelkens 2011），原因即在於可以靈活的運用自己主權實體、
天主教中樞和道德權威的身分。這種非物質力量以傳統國際關係理論分析較為困

難。

（二）教廷的規範與利益

教廷在當代的「國內規範」的形成源於 1962年至 1965年召開的第二次梵蒂
岡大公會議（The Second Vatican Council，簡稱梵二會議）。此次大公會議根本扭
轉了天主教與其他宗教的關係，放棄了政教合一和教會優先的主張，更通過擁抱人

格尊嚴和社會正義等價值重塑了當代道德權威的國家身分（徐以驊 2012; Ragazzi 
2009; Skok 1986）。特殊的國家身分與新的規範建構了教廷區別於一般主權國家的
國家利益。教廷的客觀利益有獨立、生存與尊嚴，而在理論上沒有經濟財富的利益

訴求
2

２。在主觀利益方面，教廷的跨國身分與規範建構了雙重國家利益：1.捍衛主

註２	  通常來說，教廷是沒有如一般主權國家一樣的稅收、貿易、投資等方面的利益要求。但有學者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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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尊嚴；2.捍衛世界各國天主教會的生存與獨立。從第二條利益又進一步延申出
3.推動各國落實「宗教信仰自由」的利益。教廷積極發展與各個國家的雙邊關係，
積極介入國際事務的目的最終都可以被納入到這三點之下。

正因為教廷有別於一般國家的身分、規範與利益，使得本文所採用的建構主義

分析框架尤為適宜作為解釋其與中國、越南雙邊關係的理論工具。但除此之外，本

文尚需釐清教廷對越和對華政策的歷史淵源。

（三）東方政策（Ostpolitik）
教廷在早期與蘇東共產國家尖銳對峙嚴重受挫後，於 20世紀 50年代開始調整

策略，從對峙轉向對話。這種策略轉向即為所謂「東方政策」
3

３。東方政策奠基於

若望二十三世（John XXIII）時代，教廷在此時意識到實現與這些國家的「接觸」
與「對話」要比對抗更符合保護在「東方國家」的教會的國家利益。換言之，教廷

對實現客觀利益的主觀利益的認知發生了改變，並很快重構了其外交行動，成為未

來東方政策的緣起（Hehir 1990）。其後繼任的兩任教宗保祿六世（Paul VI）和若
望保祿二世（John Paul II）均採取了—接觸和對話為核心的東方政策，不斷改善

與東方國家的關係。1990年，隨著蘇聯解體和東歐原共產國家的集體「轉身」，
東方政策的主要實施對象消失了。但實際上，東方政策「接觸」、「對話」與「和

解」的精神卻一直傳承至今，並被延用於教廷與中國、古巴、越南等仍然保持共產

主義制度的國家的交往之中，為其與包括中國和越南在內的共產國家建構共有規範

提供了可能。

歷任教宗在延續這一政策主旨的同時，又表現出了些許差異。舉例來說，若望

保祿二世採取了「雙管齊下」的策略，在與共產國家接觸對話的同時，推動這些國

家政治轉型。1982年，若望保祿二世與美國時任總統雷根（Ronald Regan）在梵蒂
岡圖書館會面，探討團結工會、波蘭，以及整個蘇東集團的問題，被外界譽為「神

聖聯盟」（The Holy Alliance）（Bernstein 1992）。本屆教宗方濟各來自阿根廷，
有著長期與獨裁政權周旋的經驗；又有著耶穌會會士的身分，對耶穌會在中國 400
餘年傳教的得失經驗頗有瞭解（Reardon 2018; Masláková 2019b），因而他在制定

為，教廷通過將來自全球各地教會的奉獻進行借貸與投資，實質儼然成為了一家金融機構（Pollard 
2005, 1-2）。

註３	  Ostpolitik最早是指在兩德統一前，西德為因應東西方冷戰和東西德分裂的現實而採取的一系列接觸
性政策（Fink 2006）。因為政策的物件與基調相似，教廷的這項對外政策同樣被冠以「東方政策」
之名，有時候則通過稱其為「Vatican Ostpolitik」加以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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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執行對華政策的過程中，有著相較過去執行東方政策更多的「彈性」與「變通」。

表 1歸納了教廷的國家身分、規範、利益，以及針對所謂共產國家所採取的
行動。國家身分的轉變使得教廷不僅獲得了作為國際社會行動主體的資格，也使其

行動能力因身分的靈活性而增強。國際規範的轉變重構了教廷道德權威的身分。國

家利益是教廷在當代從事外交活動的根本動因，身分和規範的改變重構了對教廷對

國家利益實現的主觀理解，進而導致了教廷東方政策的產生。而東方政策接觸、對

話、和解的主軸則延續到了當代教廷在處理與越南和中國關係的行動之中。

表 1　教廷的身分、利益、規範與行動

梵二會議前 梵二會議後

國家身分 天主教中樞、世界宗教權威 主權國家、天主教中樞、道德權威

國際規範
教會優先、推動政教合一 政教分離、社會公義（包括宗教信仰

自由）

國家利益

世界的天主教化 捍衛主權獨立、確保各國天主教會的

發展與獨立、推動宗教信仰自由在各

國的實現

與東方國家互動中的行動 對抗 接觸、對話、和解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三、建構主義分析框架

本文使用「建構主義」的理論作為分析框架的基礎，通過文獻搜集匯總的方

式，將當代的中梵、越梵關係發展脈絡納入框架之中，整合提煉出幾組「變數」，

構建解釋中梵關係的「原理」。

「身分」（identity）、「規範」（norm）與「利益」（interest）是建構主義
理論中的重要概念。身分解決的是「我是誰」的問題。Peter J．Katzenstein（1997）
認為國家的身分即來自於國家內部的社會互動，也來自於國家作為行為體在國際環

境中的互動。Alexander Wendt（1999, 282-292）則將國家身分進一步系統化，指出
國家在特定的國際關係中形成了「團體」（corporate）、「類別」（type）、「角
色」（role）、「集體」（collective）四種不同的身分，身分建構了國家的「信
念」。另一方面，Katzenstein將國家的利益區分為「客觀利益」與「主觀利益」。
客觀利益包括獨立、生存、經濟財富和集體自尊，其意義和內涵對絕大多數國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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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都是一樣的。而主觀利益則是國家依據自身的身分對客觀利益進行判定後產生的

判斷結果。因而，在國家之間的互動過程中，國家利益並不是靜態的，而是會隨著

國家間互動過程中結構認知的改變而改變的。最後，他將身分與利益進行連接，認

為身分建構了國家的主觀利益，而身分與利益最終又會建構國家的國際行動。

關於規範的定義，Katzenstein（1997）將之定義為在「既有的身分下，國家對
適宜行為的期望」。規範即包含已經既定的規則（rules），也包含了國家間的一
些非成文的認知（cognize）、觀念（notion）或者知識（knowledge）。這種不成
文的規範有時候被Wendt（1999, 251-257）統稱為「文化」。Ronald L. Jepperson、
Alexander Wendt和 Peter J. Katzenstein（1997）進一步指出，國際規範形成以後，
通過「內化」到國家的規範之中重塑國家的身分，並進一步塑造國家的利益與政

策；國家身分的結構（兩個或多個國家彼此的認知和對整體的認知）又會反過來影

響國家間的規範。簡而言之，國際規範與國家身分是「互構」（inter-construction）
的。綜合這些觀念，不難看出，以Katzenstein和Wendt為代表的「常規建構主義」
（Katzenstein, Keohane, and Krasner 1998），將身分和規範作為解釋國家利益和國
家行動建構的主要變數。

為解釋身分和規範是如何建構國際關係，Wendt（1999, 251-257）將無政府狀
態下的國家之間共有的文化，或者說是 Katzenstein口中的規範，分類為和霍布斯
（Hobbes）、洛克（Locke）與康德（Kantian）三類形態。這三種型態內化重構國
家身分後，國家之間的關係結構會呈現「敵意」、「競爭」與「友誼」三種與之對

應的類型，並進一步互相採取「消滅」、「競爭」和「結盟」三種行為。此外，規

範內化的程度包含三級，分別是「被迫接受」、「為了利益而接受」（工具主義接

受），以及「認為合理而接受」。當規範在國家中實現第二級內化時，國家會嘗試

調整身分，但並不會發生根本性的轉變，只有發生了第三級內化，國家的身分徹底

被重構。另一方面，國家內部社會環境的變化，也會重構了國家身分和國內規範。

圖 1將國家身分、國際規範、國家利益與國家行為的關係做了匯總。可以看出
前三者與國家行動，也就是政策執行的關係並不是簡單一一對應的因果關係，內部

還存在著更為複雜的互動。具體來說，本文認為這四個變數分別構成了如下三組關

係：

（一）國家身分與國際規範存在互構關係。

（二）國家身分與國際規範均會影響國家對自身利益的認知。

（三）國家身分、國際規範與國家利益共同影響了國家的國際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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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越梵互動中的身分、利益與規範

教廷對越南的認知最早來自耶穌會士羅德（Alexandre de Rhodes）修士在 1645
年向教宗伊諾森十世（Innocente X）的報告。在淪為法國殖民地後的時代，天主
教會迅速發展，對越南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的同時也激化了與本地民族主義的矛盾

（Keith 2012, 55-85; 李春霞 2012; McLeod 1992）。1945年日本戰敗後，共產勢力

圖 1　身分、規範、利益與行為之間的關係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國家身分 國際規範

國家利益

國家行爲

規範的内化重塑國家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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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部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國。1955年，天主教徒吳廷琰在美國支持下建立了南方
的越南共和國並任首任總統。教廷與南越關係很好，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在此期間在

越南建立了聖統制（李春霞 2017）。天主教也因而在越南經歷了頗為不同的兩種
處境，為統一後越南的政教關係和越梵關係均埋下了伏筆。

一、冷戰時期越南的國家身分、利益與越梵互動

越南共產黨的前身為「印度支那共產黨」，在蘇共的授意下，活動範圍遍布

整個印度支那地區，核心成員則幾乎都來自越南境內。1939年，印支共黨六大進
一步提出建立「印度支那民主共和國聯邦」的構想（杜成君、張維克 1997; 陳輝燎 
1974, 288）。這一政黨身分，對未來統一後的越南國家身分和利益判斷有著直接
影響。1951年，印支共一分為三，越南勞動黨成立（以下仍簡稱越共），成為民
主共和國的執政黨（Dommen 2002, 200-210）。1954年日內瓦會議商討印度支那
問題，越方再次提出印度支那聯邦提案，最終未獲成功（Asselin 2011）。但這並
不代表越南放棄「一統印度支那」的雄心。在協定簽署後，越南依然在寮國和柬埔

寨留有大量軍政指揮人員和少量武裝力量（Carney 1977; Goscha 2004, 1-8）。換言
之，早在越南統一之前，越共主政的北越在國家身分認同上出現了對「區域霸權國

家」身分的追求。

與此同時，越共是越南獨立運動重要領導力量。1941年，印支共組織成立「越
南獨立同盟會」（Việt Minh，下文簡稱「越盟」）參與抗日鬥爭，並在 1945年宣
布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國（Profiles 1983, 39）。此後，越盟又領導了對法戰爭的勝
利。長期的民族獨立鬥爭經歷，使得其在建國後對捍衛「民族獨立」極為敏感，甚

至一直到今天憲法和黨綱中仍然包含這一概念。「主權國家」的團體身分對越南而

言尤為重要。

在類別和集體身分上，越南的選擇與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類似。1964年，為
了限制中國在國際共產運動和東南亞地緣政治中的影響力，蘇聯開始加大對北越事

援助，使其迅速向蘇聯「靠攏」。1975年統一後，越共第一書記黎筍（Lê Duẩn）
訪問蘇聯，與蘇聯共同發表聯合聲明，明確「全面聯繫」「密切合作」的共同方針。

1978年，越南與蘇聯簽訂〈友好合作條約〉，並加入蘇聯主導的「經濟互助委員
會」（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Kelemen 1984）。自此，越南形
成了「主權國家」、「社會主義國家」、「東方國家」和追求「區域霸權國家」的

複合國家身分。基於這一身分認同，越南將「排除帝國主義對國內事務的干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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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印度支那聯邦」均視為其國家利益的重要組成部分。

為了實現這一國家利益，越南很快制定了「進攻型」的對外政策。1977年即
與寮國簽署〈友好合作條約〉，向寮國派駐軍隊與「顧問」接管寮國軍政大權。

1978年，越南派兵入侵柬埔寨，並在 1979年占領柬埔寨首都金邊。同一時期，
越南與中國的關係也日益緊張，1978年發生嚴重排華運動，1979年則直接兵戎相
見，在陸地邊境和南海均發生了激烈軍事衝突（Womack 2006, 189-208）。

而在國內規範中，除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意識形態，強烈的民族主義也是

越共實施宗教管制的重要原因。天主教會在殖民地時代被 MEP主導的事實使其與
「帝國主義」難脫關係，而在獨立後天主教會的南越的支持，更被越共視為是分裂

國家的力量（Keith 2012, 236-246）。在北越時期，越共雖然頒布了一系列「保障
宗教信仰自由」的法規，但實際將宗教嚴格限定在了「個人」的範疇，嚴禁宗教團

體參與教育和其他公共事務（Hoang 2017, 40）。1977年，統一後的越南在制度上
「更進一步」，通過「越南人民民主共和國國務院 297號決議」，規定天主教包括
主教任命在內的一切活動都必須得到政府宗教事務委員會（Government Committee 
for Religious Affairs）審批（Chu 2008）。

如此國家身分和國內規範建構的越梵規範結構以霍布斯式的衝突為主，國家

利益進一步強化了衝突。這主要體現在越共與越南教會的衝突和對教會滲透、控制

和打壓上。早在印支共時代，越盟即組織了「越南天主教救國協會」（Vietnamese 
Catholics for the Salvation of the Nation），動員天主教教眾參與。1949年協會
出現分裂，支持繼續與共產主義組織合作的人士於 1955 年組成「越南天主教愛
國和平聯絡委員會」（Liaison Committee of Patriotic and Peace-loving Catholics, 
LCPPC）。1951年，胡志明開始撰寫大量文章介紹「愛國與宗教的關係」，「新
的信仰自由」，以及中國的「三自」政策的文章，顯示仿效中國宗教管制政策的

用心。1961年，在越共支持下，南越境內成立了「天主教敬神愛國協會」（Hội 
Những người Công giáo kính Chúa yêu nước），反對南越政權的統治（Lê 2001, 
238; Thành 2008; Keith 2012, 207-241; 孟憲霞 2012, 116）。1983年，通過合併
南北兩個天主教「愛國」組織為「越南天主教團結委員會」（The Committee for 
Solidarity of Vietnamese Catholics, CSVC），越南試圖仿效中國以此控制和削弱教
會

4

４（Chu 2008; 2013; Thành 2008）。另一方面，越共政權也對教會實施直接的打

註４	  但這一目的並未達成。加入團結委員會的神父修女很少，且對教會事務毫無發言權。主教團仍然是
越南教會唯一最高機構。愛國團結委員會的角色今天更像一個教會與政府對話的平臺，而不是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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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統一前，大量在北部教會的財產被大量沒收，外國神父被盡數驅逐，神父與

修女被迫從事農業勞動。在逃亡到南越的 81萬民眾中，天主教信眾占了 75%，這
是越共對天主教會實施負面行動一種客觀驗證（李春霞 2017; Hansen 2009）。統
一後，阮文順（Phanxicô Xaviê Nguyễn Văn Thuận）總主教在越南被長期關押達 13
年。自 1954年以來，2250座教堂教產被沒收，大量的天主教學校、醫院和慈善機
構被迫關閉（Reardon 2018; Thayer 2014）。不過，保祿六世在 1970年代初對越
南停戰的呼籲使越共態度一度軟化，甚至在 1974年允許了幾位主教前往教廷述職
（Chu 2008）。

從教廷方面來看，庇護十二世（Piux XII）時期堅決的反共主張在越南被忠實
執行，大部分神長和平信徒拒絕了與共產力量的合作，部分天主教徒在 Tađêô Lê 
Hữu Từ主教的帶領下走上武裝對抗越共的道路。1950年教廷承認了南越政權，這
使北越政府與天主教會關係進一步惡化（Keith 2012, 236）。1988年，若望保祿二
世祝聖了 117名越南殉道聖人，其中就包括了武裝對抗越共的教會人士，導致越南
官方再次反彈，稱這些人是「法國帝國主義者」和「越南叛徒」，但卻並未能阻止

越南教會對這次封聖的接納與慶祝（Chu 2013）。
縱觀整個冷戰時期，越梵互動中共用的「規範」以衝突為主。但是也不應該

忽視，在民族獨立運動時期，越共與天主教會有過一定程度的合作，使得兩者之間

存在對話的基礎（McLeod 1992），為此，在 1955年北越〈確保信仰自由法令〉
（Decree Guaranteeing Freedom of Belief）第 13條規定「尊重梵蒂岡與越南教會的
關係」（Chu 2008）。南越天主教會對社會巨大的影響力使得統一後的越共當局也
無法輕易控制教會。而梵二會議召開後天主教世界對話和解的政策，也通過南越教

會被整合到統一以後的越南教會之中。雖然越共在對教廷關係中持有的規範主軸依

然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形態和對抗帝國主義捍衛國家主權，但在國家統一之後，

依然能夠有限開展對話，為冷戰後越梵關係突飛猛進的發展打下基礎。

二、冷戰後越南的國家身分、利益與越梵互動

早在 1985年，越共已經深刻意識到對中南半島區域霸權的追求使國家經濟幾
近崩潰。蘇聯戈巴契夫上臺後減少對越南的支援，更使得越南的經濟和安全均面

臨巨大挑戰。因此，越南自 1986年召開越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後開始執行「革

管控教會的工具。神父們是否能夠加入委員會的決定權掌握在主教而不是政府手中（Chu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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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Đổi mới）政策，調整國家整體戰略，（Arkadie and Mallon 2004, 27-37; 
Thang 2001）。1991年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徹底失去蘇聯支持的越南不得不放
棄區域霸權國的角色。1986年大六大上，越共就已經提出了「廣交友、少樹敵、
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為越南國內經濟發展服務」的方針，是對外關係開始走向和

平路線的開始。1991年越共七大正式確立「和平共處、互利合作」的外交方針，
將寮國和柬埔寨的黨稱為「兄弟黨」，表示願意同兩國「按照平等，相互尊重獨立

主權和正當利益的原則革新合作方式，注重效益」。2019年，越南提出 2030年建
成「中等國家」的發展目標（Tĩnh 2019）。一系列的宣誓意味著越南正式放棄了
中南半島霸權國家的角色身分。東方陣營的消失同時也使得越南失去了東方國家的

身分。

國家身分和國際社會結構的劇變，使得越南國家主觀利益也發生了重大改

變。為實現經濟發展而緩和改善國際關係，融入世界體系成為新的國家利益。為

此，加入東南亞國家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下
文簡稱「東協」）和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下文簡稱WTO）等
區域和國際組織成為實現經濟發展必然行動（張國城 2014; Thayer 2015）。另一
方面，在南海問題上，越南與其他東協國家合作，將這一問題帶入其他國際場域，

邀請美國介入南海爭端，通過中美大國在南海的權力平衡最大化自身利益（張國城 
2014）。

天主教會在越南可以為新的國家利益的實現提供多種助益。在國內，教會彌

補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務上的不足，提供了教育、照顧殘障人士和老年人、收容無家

可歸者等多種政府無法滿足的社會服務（Chu 2008）。2016年，一座由教會主管
的天主教大學自 1975年以來首次獲准建立（Catholic News Agency 2016）。在國
際上，改善教會生存環境會直接有利於改善越南與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關係。

天主教的普世影響力，使得越南政府不得不權衡對教會的打壓造成的國際惡劣影響

（Wang 2019, 217）。舉例來說，美國一直到 2005年都未支持越南加入WTO，主
要原因據稱是來自國會堅持將支持越南加入與改善越南國內宗教信仰自由狀況掛

勾（Holmes 2007）。2001年美國國會參議院舉行「越南宗教問題聽證會」，譴責
越南打壓宗教信仰自由問題，2004年又將越南列為宗教自由「特別受關注國家」
（Countries of Particular Concern，下文簡稱 CPC）。為此，越南快速調整國內宗
教政策，2005年頒布〈宗教信仰法令〉（Ordinance on Religion and Belief）的實
施細則（22號法令），承諾改善宗教信仰自由現狀，允許未獲得「合法身分」的
宗教團體同樣可以在向政府登記後建造場所、開展培訓和舉辦宗教活動。法令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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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詳細制定了宗教團體向國家申請獲得「合法身分」的程序。22號法令的頒布成
功使美國將其從 2006年 CPC名單中去掉（孟憲霞 2012, 119）。2018年最新實施
的〈宗教信仰法〉（The Law on Belief and Religion）進一步縮短了宗教團體申請
審批的時間，等待期從最長 23年縮短到 5年（USCIRF 2019, 134）。

宗教法規改變的初衷固然是工具性的調整，但隨著法規的頒布與實施，其中

包含的宗教信仰自由規範也逐步獲得內化，改善了越南國內的宗教政策和宗教團

體生存現狀。據越南政府宗教事務委員會 2016年統計，官方認可的宗教團體數量
從 1985年前的 3個迅速增長到 2016年的 39個，種類也從 3種增加到了 14種。
2015年天主教徒有 660萬人，超過總人口 7%（Ban Tôn giáo chính phủ 2016）。當
然，越南的宗教信仰自由遠非完美。國家對宗教的審查仍然受到法律支持並且廣泛

存在。未在政府登記的宗教團體和宗教活動仍然會收到來自政府的干預。但這些問

題的存在並不妨礙越南的宗教信仰自由正在緩步實現的事實（Human Rights Watch 
2016; Hunt 2017; USCIRF 2019）。在市民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天主教亦因為生存
空間的擴大而得以扮演重要角色，不僅就教會教產的保護頻頻發起抗爭，更參與到

環保等公共事務之中（Kerkvliet 2014; Andrew 2014; Wang 2019b; Wang 2019, 202-
217）。

在越南國家身分、國內規範及主觀利益的快速轉變的同時，越南與教廷的關係

也悄然被重塑。首先，雙方開啟了密切接觸。1989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特使訪
問越南北部三個教區（徐祖祥 2014）。1990年，埃切卡萊（Roger Etchegaray）樞
機主教率團訪問河內，與越南政府達成初步共識，主教由教廷任命，但人選需雙方

協商決定（孟憲霞 2012, 117）。越南方面為展現誠意，同意若望保祿二世任命遭
受多年軟禁的北寧（Bac Ninh）教區主教范廷頌（Phạm Đình Tụng）為河內總教區
宗座署理，1994年同意他被擢升為越南第一位樞機主教；1997年同意教宗任命範
明敏（Phạm Minh Mẫn）胡志明總教區為總主教，並在 2003年擢升他為第二位樞
機主教（Chu 2008; 2013）。

更為重要的是，雙方很早就建立了制度性溝通管道。1990年的會面，雙方就
約定每年舉行一次部長級會議磋商具體事務。在 1990至 2000年短短 10年時間，
教廷就派出 8支代表團訪問越南進行會談（孟憲霞 2012, 117）。2009年，教宗本
篤十六世與越南國家主席阮明哲（Nguyễn Minh Triết）在河內會面，開始了「梵蒂
岡 - 越南聯合工作小組」第一次會晤。此後，工作小組例行每年舉行會談，解決前
一年發生的爭議性問題，並對下一年的工作重點做出規劃，內容涉及教產爭議、雙

方人員互訪、雙方關係進一步發展等。截至 2019年，工作小組共召開了 8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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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ticanNews 2019）。通過這一系列的互動，雙方在宗教信仰自由和教會的自主
性這一問題上取得越來越多共識，使得雙方的共用規範不僅從冷戰時期霍布斯式的

對抗轉向了洛克式的競爭，更有著向康德式的友好方向發展的趨勢。

2003 年起，雙方集中針對神職人員任命方式進行磋商，並在 2007 年達成協
議：對於神父的祝聖，教會不再需要向政府申請許可；主教及樞機主教的任命，

則由教會選定候選人名單，交由政府選擇。這樣一來，政府的確認只是「知悉」

（recognition）而非「批准」（approval），因為候選人均為教廷選定認可（Chu 
2013）。越南主教團主席阮志靈（Nguyen Chi Linh）總主教稱任命方式的核心簡
而言之就是「政府無權提名主教，但卻有否決權」（UCANEWS 2018）。主教任
命方式的解決為越梵關係發展排除了一大障礙。2011年，雙方同意由教廷駐新加
坡宗座代表兼任「非常駐越南代表」（non-residential pontifical representative for 
Vietnam），履行宗座代表只能定期巡視越南境內各教區。2014年，時任代表爾
多‧吉雷利總主教（Archbishop Leopoldo Girelli）即訪問了越南 9個教區（徐祖
祥 2014）。

表 2歸納了冷戰前後越南國家身分、主觀利益和與宗教相關的國內規範的變
化。角色身分從區域霸權國向中等國家的轉變，不僅重構了越南主觀利益，也促使

其遵從的國際規範發生了變化。在地緣政治上，這種轉變體現為遵守區域和全球化

的國際秩序，並反過來建構了「東協成員國」這一集體身分；在與教廷關係相關的

方面，越南基於國家身分的轉變而接受宗教信仰自由這一國際規範。主觀利益的改

變則使越南產生了通過改善與教廷關係獲得教廷背書，進而獲得其他西方國家認可

的強烈動力，並為取信於這些國家而將這一規範落實在國內法的層面，從而開啟了

規範的內化。在這三個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越南與教廷互動中，越方的行動變得更

為積極與善意，促進了雙方關係的持續改善。

越梵關係在過去 40年間，經歷了長足的發展。儘管眼下仍然存在在著一些亟
待雙方解決的問題，包括與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直接相關的設置教廷駐越南大使問

題、天主教會土地和教產的處理問題，以及天主教人權活動人士們遭到逮捕羈押等

問題上（Thayer 2014），擁有長期定期的對話機制將能夠防止這些張力擴大的重
要制度性保證，即使出現矛盾爭議亦可將衝突限制在可控範圍（Chu 2013）。而對
宗教信仰自由這一規範認知的不斷接近，使雙方得以向構建共同接受的規範邁進，

雙邊關係的型態從洛克型向康德型轉變的可能性也不斷提高，而這才是越南與教廷

建立真正良好關係的根本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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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越梵關係中的身分、利益、規範與行動

冷戰前 冷戰後

國家身分
主權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區域

霸權國家、東方國家

主權國家、社會主義國家、中等

國家、東協成員國

主觀利益
捍衛民族獨立、爭奪區域霸權 創造和平外部條件、融入區域和

全球一體化

與天主教相關的國內規範

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形態、政府

對宗教組織的控制

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形態、政府

對宗教組織的控制、逐步保障宗

教信仰自由

與教廷關係相關的行動

與教廷對立、零星向教廷示好 與教廷建立制度性的對話機制、

在主教任命和教會事務的管制方

面做出妥協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肆、中梵互動中的身分、利益與規範

教廷與中國政權打交道的歷史由來已久。1294年，方濟會傳教士若望‧孟高
維諾（Giovanni da Montecorvino）奉教宗尼古拉四世（Nicolas IV）命為教廷特使
訪問中國並傳教。1307年，教宗格勒門五世（Clement V）遣 7名方濟會主教赴華，
祝聖孟高維諾為汗八裡（元大都）總主教（方豪 1988, 26-28）。近代以來，天主
教與中國的關係頗為微妙。一方面，教會進入中國，帶來了西方的醫療和教育等資

源。另一方面，由於天主教文化與中國本土文化的巨大差異，教會與中國本土地方

勢力的利益糾葛，以及教會與帝國主義千絲萬縷的關係，導致教會與中國社會矛盾

頻發，名曰「教案」的暴力事件此起彼伏，其高潮即為 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趙
樹好 2004; Coomans 2014）。此種慘痛的歷史記憶，雖已經百年餘，卻依然在當代
中國時隱時現，影響著今日中國政府，乃至全體國民對天主教會的態度。諷刺的

是，教案成為清廷與教會直接打交道最主要的緣由（趙樹好 2017）。若論中國與
教廷開展的真正的外交互動，則要到中華民國建立後雙方元首的書信往來。1947
年，中華民國與教廷正式建立邦交關係（陳聰銘 2016, 1, 195-196）。但這一成果
很快隨著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而「付諸東流」。本章將從回顧 1949年中
共建政以後中梵關係的變動與發展，具體分析中梵共同構築的身分與規範結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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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雙方各自的利益與行動。

一、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國家身分、利益與中梵互動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建政之初，就非常明確宣告了自身「社會主義國家」的類

別身分和作為隸屬於共產陣營的「東方國家」集團身分。實際上，早在 1947年，
中共已經明確表達了自身「以蘇聯為首的反帝國主義陣營」的集體身分（毛澤東 
1991, 1258-1260）。1950年 2月，中蘇簽署〈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正式結
為同盟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1957）。

然而，這種身分認同並未持續很長時間即開始鬆動。從 1958年開始，中蘇之
間分歧越來越大，1964 年宣告關係破裂，1969 年更直接發生軍事衝突（戴超武 
2002, Radchenko 2010; Kuisong 2000）。此時，中國大陸即已經悄然改變了「東方
國家」這一集體身分。另一方面，隨著中蘇爭奪在所謂「共產陣營」和第三世界的

影響力，中國大陸方面顯露出追求「霸權國」這一角色身分的企圖。1964年以後，
中共方面就開始積極通過對外援助形式拉攏這些陣營的國家，試圖建構以自身為

中心的美蘇以外的第三集團（Worden and Harris 1986, 4-5; Zhang 2011, 18; Dittmer 
2011; Li 2020）。這種「主權國家」、「社會主義國家」、「第三世界國家」和追
求「霸權國家」的複合國家身分，一直維繫到了改革開放時代方才鬆動。

這種國家身分和國內規範，共同建構了中國「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干預」、「實

現祖國統一」和「成為美蘇以外的世界『第三極』」的國家利益。另一方面，中國

天主教會在近現代中國歷史上與「帝國主義」之間的曖昧關係，以及天主教會與持

有反共規範的教廷密切的往來，使中國判定天主教會是「帝國主義」留在國內的

「肘腋之患」，必欲將之「徹底改造」，對教會進行嚴厲的控制、打壓甚至迫害

（劉建平 2012, 37）。1951年，中共開始要求天主教會開展以「自治、自傳、自
養」為名的「三自運動」，切斷教會與「帝國主義相連的臍帶」。同年，公開抵制

三自運動的教廷駐華公使黎培里（Riden, Antonio）與兩名秘書被驅逐出境。1952
年，中國驅逐了所有外國修會，逮捕的了大量中國籍神職人員，關閉了絕大多數教

會機構（陳聰銘 2016, 240-248; Chu 2014）。1955年，作為阻擋「中國天主教愛國
會」

5

５成立的「最大障礙」，上海教區主教龔品梅及一干教眾被冠以「龔品梅反革

命集團」之名遭到批判和逮捕（劉建平 2012, 160-164）。1957年愛國會終於成立，

註５	  該組織起初名為「中國天主教教友愛國會」，名義上為天主教愛國自治機構，實際為政權掌控教會
的「白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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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次年召開首次大會，任何不願意加入其中的神長、修女或者教友均有可能遭到

罰款、拘押、批鬥甚至酷刑折磨。至此，由政府的「國務院宗教事務管理局」、政

黨的「統戰部」，以及所謂教會自發的愛國會共同組成的管制天主教會的黨國結構

建構完成。而到短短一年多以後，無論是否加入愛國會，神父修女們皆需「響應號

召」而被「下放勞動」。1966年文革以後，所有教堂均被關閉，一切宗教活動皆
被禁止（Luehrmann 2009）。

教廷在這一時期反共的國內規範與保護教會的國家利益分別建構了不同的行

動，因而顯得有些矛盾。黎培里在被驅逐前，一直等待著與北京直接對話的機會

（陳聰銘 2016, 225-228）。在黎遭驅逐前，庇護十二世卻又發表了《Evangelii 
Praecones》通諭（Piux XII 1951），提及了中國大陸境內神職人員和教友的艱難
處境。中國方面因而對黎的驅逐，亦可看作是爭鋒相對。1954 年，教宗再發表
《Ad Sinarum Gentem》通諭（Piux XII 1954），針對三自運動警告「國家教會不
再是天主教會」，但同時對自傳和自養的主張表達了接納。1958 年，大陸教會
「自選自聖」出 25名未經教宗任命的「非法主教」。面對此舉，教宗以通諭《Ad 
Apostolorum Principis》予以回擊，稱其為「壞教會紀律和教會統一的大惡」，被
祝聖者則均應遭受「最特別保留於宗座之棄絕罰」（Piux XII 1958）。自此，非法
主教為題成為中梵關係中的第二大障礙。

這一時期中梵之間互動，如果說存在共用的規範，那也是霍布斯式的衝突。

即使教廷方面有意緩和，面對中國方面的「堅決鬥爭」，使得雙方的衝突關係無從

緩解。事實上，保祿六世任上兩次致函中國表達善意，但均未得到中方友善回應。

有消息稱中方向教廷提出過「復交」四條要求，其中包括要求教廷免去離開大陸的

各教區主教職務，這實際上觸及教廷捍衛自身主權的底線，幾無妥協空間（陳聰銘 
2016, 360-363, 371）。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中國大陸進入改革開放時代後方有轉
機。

二、「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國家身分、利益與中梵互動

1978年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改革開放」政策成為中共主政下
中國大陸政經發展的主軸。此時中國在國家安全領域已經明確與美國事實上的合

作，旨在應對來自蘇聯的威脅。而在經濟上，對外開放政策的實質即是通過吸引海

外資金、技術和人才，以實現經濟的發展和國家的現代化。這兩種利益要求都需要

與外部世界建立良好關係。為此，鄧小平提出了以「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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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絕不當頭、有所作為」28個字為總綱的外交理念，實
質暫時放棄了對「霸權國家」角色的追求。1982年中共召開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
會，明確了「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維護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同樣適用於西方國

家」等原則，也不再提及「三個世界」的概念，其背後的實質意涵是放棄與蘇聯正

面對抗、不再將世界各國劃分敵我、不再追求成為第三世界國家領袖，而是要把外

交的重心聚焦在為了實現經濟發展這一國家利益而加速融入國際社會。國家身分的

轉變很快重構了中國接受的國際規範，從鬥爭型規範向接受主流國際規範轉變，以

加入各類國際組織和簽署國際條約形式落實。但在具體的政策上來看，「對外開

放」最主要體現在經濟和社會領域，在政治領域的改革則是非常謹慎的（Pei 2008, 
4-7）。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殷鑒不遠」，在對內的社會管制，中共反而不斷強調
「不受外國勢力干涉」、「防止和平演變」，並冠之以「捍衛獨立自主」（Teng 
2015, 21-23），即捍衛國家獨立的利益。

2000 年以後，隨著中國國力的不斷提升，國家身分與利益再次發生變化。
關於中國何時又開始在國際社會謀求「霸權國家」角色是存在爭議的。Richard 
Bernstein 與 Ross H. Munor（1998, 21）認為早在 1990年代，中國已經開始謀求
建立與美國的權力平衡，但另一些學者則相信一直到胡錦濤與溫家寶上任伊始

的 2003 年，中國在外交政策上依然保持著「獨立自主」與「和平外交」這兩條
原則（Liu 2003）。胡錦濤的第二個任期以後，中國開始被越來越多人認為是一
支新興的「全球力量」（global power），並很快與美國形成新的全球競爭態勢
（Brzezinski and Mearsheimer 2005; Mearsheimer 2006; Kerr 2008; Zhang 2010）。
特別是在南海等敏感區域，中國挑戰現有權力平衡格局的意圖日益明顯（Li 2016, 
39-53; Turcsa nyi 2018, 39-53）。換言之，至少在 2010年之後，中國再次將謀求
「霸權國」的身分置入自身的身分認同之中。與之相適應的，擴大自身在全球的影

響力亦成為國際政治行動的一部分。不言而喻，對內的「捍衛國家主權」依然在其

實現國家利益的行動範疇之中。

教廷在中國改革開放後，也很敏銳地覺察到了變化，並為實現國家利益而制

定了「雙管齊下」（一方面緩和與中方關係，另一方面試圖通過教會改變中國內部

「社會規範」）的政策。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 1979年 8月的一次公開講話中明確
了表達了「為中國人民祈禱」的呼籲和同中國教會重建直接連接的盼望。此後，教

宗多次表達了中國教會與普世教會的共融性，並向中方一再保證信仰絕不會影響對

國家的忠誠。在主教任命問題上，教廷逐步接受了此前中國「自選自聖」的主教。

在「兩個中國」的問題上，教廷不僅不斷降低在臺北駐員層級，一路從公使降至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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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後期更公開表達了只要中梵建交，駐華使館立刻可以從臺北搬回北京的「遷館

論」，表示臺灣絕不會成為中梵之間的障礙（Chu 2012; Luehrmann 2009）。另一
方面，教廷又繼續支持「地下教會」

6

６在中國的存在。1988年地下教會領袖范學淹
主教提出抵制地上團體的「十三條」後，教宗立刻通過萬民福傳部（Congregation 
for the Evangelization of Peoples，下文簡稱「萬福部」）傳達「八點指示」予以肯
定，同時賦予地下教會先自行祝聖主教後呈報教宗的特權（Luehrmann 2009）。
2000年教廷冊封 120名「中華殉道聖人」。這與 1988年冊封越南殉道聖人如出一
轍，教廷不難預料中方的反應，因而只能理解為 1999年的接觸失敗後又一次試圖
繞開中國政府直接向中國教會施加影響的行動。中方果然強力反彈，指此行動為

「粗暴干涉中國內政」，甚至是對中國的「有意羞辱」。雖然在次年，若望保祿二

世公開道歉，卻依然無法阻止雙方關係降至冰點（Leung 2009）
2005年本篤十六世（Benedict XVI）繼任教宗。起初，他繼續「雙管齊下」

的政策，在上任不久後向 4 位中國主教發出邀請參加次年的世界聖體大會（The 
Eucharistic Synod），其中兩位為「地下主教」。2006年後，教廷政策有所改變，
面對中方再次自選自聖 5名主教的行為，教廷罕見地仿若庇護十二世時期一般做出
嚴厲批判，並通過秘密代表傳達了「中梵對話必須要建立在互信氛圍的基礎上」

的告誡，實質是表達了對這種互動模式已經失去信心（Leung and Wang 2016）。
2007年，教宗在羅馬召開「中國問題會議」，臺灣樞機主教單國璽和香港樞機主
教陳日君這兩位對中國宗教政策態度強硬的人士應邀赴會，並在之後成為本篤十六

「中國問題小組」的成員（O’Connell 2008）。同一年，教宗的《致中華人民共和
國內天主教主教、司鐸、度奉獻生活者、教友牧函》（下文簡稱《致中國教會牧

函》）發表，強調中國天主教會「只有一個」，地上與地下團體分屬同一個教會，

還收回了若望保祿二世給予地下團體的特權；另一方面則再次強調了愛國會的存在

與天主教的教義教理根本上是衝突的，邀請地上團體中已經獲得教宗寬免的主教們

能公開自己獲得教宗的任命，對於仍然處於「非法」狀態的主教則希望他們「闡明

和伯多祿繼承人」（即教宗）的關係（Heyndrickx 2007）。從牧函內容來看，相
較建立政治上的外交關係，此時教廷更著重於通過增強自身對中國教會的話語權，

結束中國教會內部分裂的現狀，增強教會力量，並最終增強對中國政府的壓力。為

註６	  自從 1957年愛國會成立後，教會中一部分神職人員和修女就堅持拒絕加入其中。1970年代末教會重
新開始活動後，這部分人員組成的「地下教會」亦開始獨立於受政府承認的「地上教會」運行。在

一些地方，地下教會的規模可與地上教會旗鼓相當，甚至遠超後者（Chan 2012;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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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目標，教宗從香港教區又延攬了韓大輝總主教加入中國政策制定團隊，並委任

他為萬福部秘書長。韓總多次在個人的講道和部落格中對中國宗教政策作出嚴厲批

判，使雙方矛盾加劇（東方日報 2010; Cervellera 2012）。
中國在這一時期的政策行動，同樣呈現「雙管齊下」的特徵，源於對內「捍

衛主權」和對外營造良好國際氛圍的需求。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對天主教的態度

趨於緩和，允許了龔品梅樞機出境，也批准了更多神職人員互訪，包括海外知名

認識訪問中國和中國神職人員的出國進修。1987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趙紫
陽甚至接見了教廷特使馬尼拉樞機主教辛（Sin）（喬一名 1998; Chu 2012; Leung 
and Wang 2016）。但另一方面，基於「波蘭共產黨倒臺的背後就是教廷在干預」
的認知，包括陳雲和江澤民在內的中共核心領導人物始終保持著對天主教和教廷的

高度不信任，認為教會仍然是「干涉中國內政」「實施和平演變」的推手，期望盡

可能地降低天主教會在中國社會的影響力（Leung 2000; 2009; Chu 2012）。天主教
會對中國實現國家利益的貢獻，遠非其在越南所做的能比。相比越南天主教人口，

中國天主教信徒人數最樂觀的估計也僅僅在 10,500,000人（Lam 2016）。天主教
會合法公開向社會提教育與醫療資源的資格更早在 1950年代即被取締（Reardon 
2006）。因此，在中共當局的認知中，既然教會在國內的貢獻有限，對天主教會
的限制型行為與實現國家利益之間不會存在巨大的衝突。

因此，中梵雙方距離形成「共用規範」始終存在不小距離。首先，雙管齊下

的政策使雙方都很難明確得知對方意圖，更遑論建立互信與共識。1980年，廣州
教區的神父鄧以明主教在獲釋後很快獲得中國官方任命而被祝聖為廣州教區主教。

次年，在他赴羅馬期間，若望保祿二世任命他為廣州教區總主教（Chu 2012）。梵
方似乎認為這是承認中方任命的「善意舉動」，卻遭到強力批評為「干涉中國內

政」，鄧主教更被指為「叛國」。本篤十六世強化教廷對中國教會影響的舉措則更

被認為是對中國「主權」的侵犯。《致中國教會牧函》發表後，中方嚴厲地限制其

在中國的流傳。

第二，雙方對國家主權和「宗教信仰自由」的理解始終存在差異。中方始終堅

持認為政府對教會的管控是其「主權」的一部分而不願讓步分毫，自選自聖主教就

是彰顯「主權」和向教廷施壓最有力的武器。不僅如此，中國持續出臺各類規範制

度維持對教會的控制以捍衛「主權」，包括 1997年中國國務院頒布的「八一七檔
案」，同年出版的《宗教白皮書》和 2004年實施的〈宗教事務條例〉等（Leung 
2009; Luehrmann 2009; Chu 2012）。2008年，時任國家宗教局主任葉小文訪美期
間，向教廷駐美國大使贊比（Sambi）強調由中國自主決定主教任命是「中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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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是中梵建交的前提（Eckert 2008），此後更以陸續「自選自聖」12名主教來
「落實」對「主權」的捍衛。

第三，臺灣問題的影響仍然存在。2005 年若望保祿二世去世後的殯葬彌撒
中，中方因陳水扁率團參加而取消了原定行程。2008年後，雙方關係日漸惡化，
從互動停止、彼此衝突，直到裂痕叢生（Eckert 2008; Wiest 2014）。

三、教宗方濟各上任後中國國家身分、利益與中梵互動

2012年習近平上臺之後，中國的國家身分和利益很快迎來的巨大轉變。中國
體認到經濟的長足發展已經使自己的國際地位今非昔比，掩藏謀求「世界霸權」

的企圖心變得不再需要（Brands 2018），「韜光養晦」的外交主軸逐漸被「大國
外交」所替換。因此，中國一方面通過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建立「全面戰略合作夥

伴」，持續擴大自己對各主要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力；另一方面通過主導「區域全面

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ECP）和推
動「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下文簡稱「一帶一路」）政策，
意圖重塑亞太地區與全球經濟、貿易和地緣政治格局，使中國重新回到「中央之

國」的地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林廷輝 2019; Szczudlik-
Tatar 2013; Zhang 2015; Womack 2017; Reeves 2018）。這種對「霸權國家」角色
的追求，勢必遭遇美國和印度、澳大利亞等其他區域霸權國的抵制，使得中國在

國際社會面對的衝突也越來越多（Khan 2016; Scobell 2018; Patience 2018; Narlikar 
2019; Bown 2019）。其中美中衝突也連帶影響了中國大陸與臺灣的關係。2016年
民進黨執政後，在外交上選擇加入美國陣營的態度十分明確，美國亦以此為契機試

圖拉遠兩岸距離（Chen 2016）。中共當然也意識到了這種日益增加的敵意環境對
自身利益的威脅，隨即調整行動，一方面以維護國家安全的名義增強自身對國內的

控制以鞏固自身一黨統治（Liu and Chang 2017; Qiaoan 2020）；另一方面通過公
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手段改變國家形象，試圖使自己以「友善、和平和可
靠的夥伴」形象昭示於國際舞臺，從而降低自己謀求霸權國家角色的阻力（Hartig 
2016; Jiang, Li, Rønning, and Tjønneland 2016）。

國家身分改變，進一步強化了中國在中梵關係中的利益結構。一方面，以「捍

衛國家主權」為名義對教會進行控制的需求不斷增強。在制度性規範方面，中國在

2018年和 2020先後出臺了新版本的〈宗教事務管理條例〉和〈宗教團體管理辦
法〉，不僅細化了對宗教團體和宗教行為的管控，加大對「違法宗教活動」的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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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並將對宗教的管控權由單一部門擴展到了各級政府部門，（Introvigne 2019; 
Masláková and Satorová 2019; Masláková 2019a）。在執行層面，中國發起了肇始
於浙江的對教堂十字架的拆除運動和「宗教中國化」運動

7

７。強制要求包括天主教

在內的各宗教團體從神學思想、宗教教育、教堂布置、宗教活動內容等多方面宣

誓對國家和政府宗教政策的擁護（Yang 2018; Zhu 2018; Vermander 2019; Criveller 
2020; Cao 2019）。

另一方面，中國卻又存在通過改善與教廷的關係獲得道德背書，從而改善咄咄

逼人的國際形象的需求。這看似矛盾的國家利益訴求，卻在這一時期由於教廷對自

身利益的認知亦有所改變而得以實現。

教宗方濟各稱自己要通過「理解過去、總結經驗、汲取靈感」，以實現中國

教會與普世教會最終的「共融」。這些經驗即包括過去 400年中以利瑪竇為代表
的耶穌會士們如何使天主教教義適應中國傳統文化，他本人在阿根廷與專制軍政

府打交道的經驗，以及教廷過去近 70年來與中國大陸互動的經驗（Reardon 2018; 
Masláková 2019b）。庇護十二世的對抗性政策和若望保祿二世「雙管齊下」政策
都被證明無益於增進中國教會的權益，反而導致了中國教會長期的實質分裂，削弱

了教會在中國的力量。根據香港聖神研究中心（The Holy Spirit Study Centre）的
估計，中國天主教徒自 2010年之後的 6年間減少了 2,000,000人（Lam 2016），
教會萎縮的危機迫在眉睫。中共一黨專政的統治將是長期的，教廷要對中國教會

面臨的危機有所作為，要實現中國教會合一，就不得不與中共「合作」（Madsen 
2019）。這種合作包括通過在公開的論述上對中國宗教信仰自由現狀的緘默，也
包括與中國政府「共享」對教會的影響力。

新的主觀利益建構了教廷新的對華政策。為了制定和執行新政策，方濟各啟用

了卡薩羅利樞機的「繼承者」伯多祿‧帕羅林。帕羅林樞機沿用了東方政策的接

觸對話和解精神，彌補本篤十六時期與中國產生的裂痕，重新開啟談判。教廷積極

利用自身對改善中國形象的價值，先後請教宗第一時間向當選國家主席的習近平發

去賀電，公開介紹中國崛起對世界的貢獻，肯定中國在杜絕器官買賣中的成就，為

「一帶一路」政策作出正面背書（Sisci 2016; Reardon 2018; Masláková 2019b）。

註７	  對天主教會而言，此「中國化」運動與自利瑪竇以降中國天主教會試圖將天主教文化與中國本土文
化相適應的努力不同，為近期由中共當局發起，旨在防止「境外勢力利用宗教實施滲透」的政治性

運動。雖然也包括一些中國文化符號的運用，「中華文化」引入教會等的要求，但總體而言以政治

意涵而非宗教文化意涵為主旨，包含了對教會活動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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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增強國內宗教管控的行動不置一詞，這本身是一種不惜減損自身「道德權

威」的力量對中國「無聲的支持」（Sherwood 2018; Cook 2018; Haggerty 2019; 
Olohan 2020; Mcgurn 2020）。香港另一位榮休樞機主教湯漢指出，中國天主教會
的宗教信仰自由問題不應該與西藏、新疆問題等同（Tong 2017）。作為位於中國
境內，同時又由教廷直接管理，在中梵之間發揮橋梁作用的香港教區的宗座署理，

湯樞機此言透露出教廷將中國的宗教信仰自由問題作為區別於其他國家的獨特個案

進行處理。並且表明，對於中國境內其他宗教和民族的問題，教宗與教廷同樣保持

「沉默」。

在主教任命權的核心問題上，教廷逐步接受了中方「捍衛國家主權」的利益訴

求。雙方在 2016年成立「工作小組」開始正式談判，在 2017年達成「初步共識」，
逐一甄別並確認了 7位「非法主教」與教廷「共融」的可能性，並談妥了地上 70
名主教對教宗的效忠和地下 40名未被中國政府承認主教對政府的效忠問題（Tong 
2017）。2018年，教宗接受了 7名自選自聖的主教（Rocca and Dou 2018）。不久
後，特使切利總主教（Claudio Maria Celli）傳達了教宗請汕頭和閩東教區兩位地
下主教讓位於地上的原「非法主教」的決定（Introvigne 2018）。在掃除了這些障
礙後，9月份中梵雙方終於簽訂了歷史性的「臨時協議」。整個過程中，教廷方面
僅有萬民福傳部部長斐羅尼樞機（Fernando Filoni）表達過不希望協議被用來「強
迫地下神職人員加入愛國會」（Filoni 2019）。

由於協議的內容始終沒有公開，對主教任命方式的細節外界無從知曉。但從協

議簽署前後的主教任命案例來分析，可以確認中國和教廷均在任命問題上掌握話語

權。這不僅體現在祝聖儀式上有來自中國主教團與教廷的雙重任命書，而且從人選

上也可知一二。如表 3所示，自方濟各上任至今共有 8位主教獲准公開就職
8

８，其

中周至吳欽敬、長治丁令斌和南陽靳祿崗三位主教此前已經獲得教宗任命，但未能

獲得中國官方認可和主教團任命，無法公開就職，他們的公開就職可以被看做中國

在主教任命上向教廷方面做出了妥協；安康王曉勛和成都唐遠閣主教屬於事前已經

通過「選舉」成為中方率先屬意的人選，梵方屬於事後的認可；安陽張銀林、集寧

姚順和漢中胥紅偉三位主教則是中梵商議後共同認可的主教人選。更為重要的是，

中國教會的合一及同普世教會的共融正在出現可喜信號。2018年，中共建政後首
次有兩位來自中國大陸的主教參加了在教廷舉行的世界主教大會，其中郭金才為原

自選自聖主教（Crux 2018）。因而，認為教廷單方面做出妥協是「放棄原則」，

註８	  「公開就職」即指獲政府認可准許以主教身分在教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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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被中共欺騙」的觀點至少從這份名單來看並不準確。

基於以上事實，可以說中梵之間在教會的自主性方面產生了一些共識的跡

象。但這種共識並不是以原本梵方持有的標準為藍本，而是以教廷做出重大妥協，

願意與中國政府「分享」對教會的權威為代價的。這種妥協與教廷在其他場合所宣

誓的「國內規範」並不吻合，可以說僅僅是一種工具性的退讓。2014年教宗方濟
各在「宗教衝突與全球價值衝突」會議上重申了教廷對宗教自由價值的追求和日益

增多的對基督徒的迫害的關注（Francis 2014）。宗教信仰自由也仍然是教廷外交
最為重要的目標（Philpott 2013）。而在當前的中國，宗教信仰自由仍面臨很大挑
戰，對天主教會的控制打壓仍然時有發生（Hadro 2020）。雙方在宗教信仰自由這
一規範上的分歧並未消除，教廷只是策略性的對此表示「沉默」。

表 4歸納了中共建政後中國在中梵關係中經歷的身分、規範、利益和行動的改
變。國家身分的轉變導致主觀利益的重構是明顯的。在第二和第三階段，為了實現

主觀利益，中國在與教廷的互動中產生了藉助教廷道德權威的身分為自身背書的需

求，從而出現了改善雙方關係的行動動機。中國與教廷方面在主觀利益判斷上發生

改變，共同構成中梵關係取得進展的重要原因。與表 2越南的情況相比，雙方一個
至關重要的差異在於是否有將宗教信仰自由內化的舉動。中國非但沒有以普世標準

表 3　教宗方濟各上任以來中國大陸境內新公開就職主教

時間 姓名 教區 原屬團體 此前狀態

2015 吳欽敬 * 陝西周至 地上 2007年獲秘密祝聖後被長期軟禁

2015 張銀林 ** 河南安陽（衛輝） 地上 神父

2016 丁令斌 *** 山西長治（潞安） 地上 2013年獲教宗任命並署理教區事務

2016 王曉勳 **** 陝西安康（興安府） 地上 2010 年在本地當選並獲教宗任命，

但未公開履主教職務

2016 唐遠閣 ***** 四川成都 地上 2014年在本地當選

2019 姚順 ****** 內蒙古集寧 地上 神父

2019 胥紅偉 ******* 陝西漢中 地上 神父

2019 靳祿崗 ******** 河南南陽 地下 2007年獲秘密祝聖

資料來源： *(Mei 2015)；**(UCANEWS 2015)；***(Yuan 2016b)；****(Yuan 2016a)；*****(Wang 2016)； 

******(UCANEWS 2019)；*******(Wang 2019b)；********(Ticozzi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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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化宗教信仰自由的意願，反而在看似沒有改變的國內規範中，加強了政府對宗教

組織的控制，限縮地方層級一度出現的宗教人士與地方幹部之間形成的「默契」、

「共識」或者「非正式的制度」（Cao 2007; Huang 2014）。

伍、結論與討論

本文旨在以建構主義理論作為分析框架，通過比較中國和越南在與教廷互動過

程中自身國家身分、國際和國內規範和國家利益的重構，發現兩國與教廷互動中這

幾組變數的變化不盡相同，最終導致了相異的結果。

具體來說，兩國國家身分和所接受的國際規範的互構變化，形塑了國家利益的

重構。國家利益的變化使兩國在與教廷互動中一度產生了相似的改善關係的動機。

但越南在這一過程中，出現了將尊重宗教信仰自由這一國際規範內化的改變，成

為了與教廷建構共用規範的起點，使雙方互動的規範擁有向康德型轉化的機會。相

反，中國對這一國際規範則一直不置可否，2010年以後國內規範更實質上開始向
反向轉變。對中共政權而言，宗教組織仍然只是被統戰的對象或可以用於對外統戰

表 4　中梵關係中的身分、利益、規範與行動

改革開放前 改革開放後至 2010年 2010年以後

國家身分

主權國家、社會主義

國家、霸權國家、第

三世界國家

主權國家、社會主義國

家、「不當頭」、第三

世界國家

主權國家、社會主義國

家、霸權國家、開發中國

家

主觀利益

捍衛主權獨立、爭奪

第三世界領袖

捍衛主權獨立、創造和

平外部條件、融入區域

和全球一體化

捍衛主權獨立、改善國家

形象、追求世界霸權

與天主教相關的

國內規範

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

形態、消滅宗教的理

念

馬克思列寧先主義意識

形態、政府對宗教組

織的控制、地方層面的

「靈活處理」

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形

態、政府對宗教組織的控

制（增強）、地方層面的

「靈活處理」（減弱）

與教廷關係相關

的行動

與教廷對立 對立與緩和「雙管齊下」 進行長效溝通、在主教任

命上達成一致意見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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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具（徐以驊、鄒磊 2012; Wang and Groot 2018）。這種觀念得不到根本扭轉，
宗教信仰自由就難以從憲法上的一個字句真正內化為中國司法、行政和日常生活中

的事實。雖然中梵關係在最近幾年的確有所發展，但由於缺乏以尊重宗教信仰自由

為主要內容的共用規範出現的跡象，雙方互動的規範不僅沒有向康德型轉化的趨

勢，反而一旦中方因某些原因進一步剝奪教會自主權和信眾的信仰自由，這段關係

存在著回落到霍布斯型的潛在風險。

簡而言之，儘管中梵關係在發展過程中存在與越梵關係的一部分相似點，但

兩者業已呈現出巨大差異，因而未來不太會因循所謂越南模式的軌跡繼續發展。

並且，只要中梵任何一方在對宗教信仰自由這一規範的態度不做根本性改變，就

無法建構通過建立正式外交關係能夠實現的共同利益，建交也就無從談起。2020
年中梵臨時協議即將到期，中梵談判中教廷方面的團長切利總主教（Archbishop 
Claudio Maria Celli）表態協議很可能會在 9月份到期前續簽（renew），這將成為
一個觀察指標（Allen 2020）。

*　　*　　*

（收件：109年 3月 29日，接受：109年 7月 7日）



84　中國大陸研究第 64卷第 1期

Will the Sino-Vatican Relationship Follow 

the “Vietnam Model?”: A Viewpoint on 

Constructivism

Qi Yao
Ph.D. Candidate

Graduate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al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Holy See and China have signed a “provisional agreement” on the 
appointment of Roman Catholic bishops in October 2018, which means that the 
Sino-Vatican relationship has reached a new phase. Meanwhile, the debate about 
whether or not Sino-Vatican relationship will develop with the “Vietnam Model” 
has emerged before and after the agreement. Does the “Vietnam Model” indicate 
the future of Sino-Vatican relations? This question is what this research tries to 
answer. In a broader sense, the “Vietnam Model” includes the whole process 
of how the Holy See and Vietnam form a formal negotiation institution and 
improve bilateral ties through unremitting interaction.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structivism theory,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development of both Sino-
Vatican ties and Vietnam-Vatican ties and reveals that because of the significant 
variance among identities, interests, domestic norms, and sharing norms with 
the Holy See, the development of Sino-Vatican ties will not follow the “Vietnam 
Model.” Hence, this is the crucial element that obstructs the establishment of 
full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Holy See and China.

Keywords:  Sion-Vatican Relationship, Vietnam Model, Constructiv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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